
从中英协议看中共的动向 

王凡西 

（1984 年 10 月 9 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九十年代》第 180 期，1985 年 1 月出版，署名：惠泉。 

 

一致赞赏的英国舆论 

 

秘密谈判了两年的中英香港协议终于公布了。除了在台湾等极少数方面之外，它获得

了一片喝采声。尤其在英国，它几乎是被当作外交上的一项胜利来庆祝的。外交大臣贺维

称之为“非常的与革命性的协议”。《泰唔士报》九月二十七日的社论说：“英国人最出色地

完成了一桩难办的工作。”《卫报》则用“齐声赞美迎协议”的标题来报导有关协议的消息。 

 

不过最有意思的，我觉得是《卫报》社论在九月二十八日所发挥的见解。它从“较为宽

广的历史考虑”来看此协议。社论回忆了三十年前日内瓦会议上的情形：当时美国的杜勒斯

竟拒绝和周恩来握手。接着它又引述了一九八〇年列根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中国的话，说

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政府的基本意识形态就是要消灭我们这样的政府”。 

 

“可是现在”，《卫报》的社论接着说：“看看一九八四年吧，贺维爵士宣布在一个国家

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能以独特方式来共存共荣。邓小平主任为此开了香槟。美国人点

头赞赏。也许，列根先生卅年来所见的中国的性质已完全改变了。或者，也许是贺维爵士

及其身边的那一群谋士们将于事后证明为受骗吧，或者，一九五四年西方世界（对中共）

所作的判断根本是错的。当然，你不能十分肯定地选择其中某一个假设。但是杜勒斯如果

尚在人间，他对贺维爵士的满怀希望的一揽子交易该怎么样？他大概会以嘲笑态度来狂吠

乱叫的吧。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对贺维爵士狂叫，连列根总统都不曾这样做，这是一种

尺度，它衡量出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能够改变得多么地远大与多么地快速。” 

 

这样一种“历史考虑”是有益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尤其要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中

英协议。 

 

就协议本身谈中英双方的谁胜谁负，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真正的胜负不可能决定于

协议的文字规定，而将取决于未来的真实斗争。倘单从静态方面看，即从字面的协定来说，

胜利当然属于中国。它排除了“三个条约有效论”，排除了“以主权换取治权论”。协议的基本

内容，全部是在中国方面规定的方针下与框框内进行讨论而最后确定了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当然不会成为“李鸿章第二”。 

 

但是中国方面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显然不能归功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这是一

百多年来中国有志之士与劳苦大众反对外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抛头颅，洒热血，

前仆后继，进行斗争的结果；当然，更直接的，它是中国第三次革命（一九四七—一九四

九年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胜利的结果。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一直欺压中国劳苦大众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另眼相看，不得



不以平等态度来对待中国——这是中英协定所以能够达成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党派，更

不谈任何一个个人，要想把全部光荣归于一己，都是僭越的。 

 

邓小平之所以能不成其为“李鸿章第二”，主要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李鸿章时代的中国。

戴卓尔夫人之所以未能贯彻她的“三个条约有效论”，主要也因为目前的英国已不是帕麦斯

东的英国了。 

 

邓小平的让步与列宁的让步 

 

不过我绝不想谈，目前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的路线与政策，与中英协议的达成

无关。相反，我以为其间有甚大关系。 

 

不妨这样说，如果不是邓小平及其一派的所谓“务实主义”路线当令，中英协议纵使达

成，却一定不会这样“顺利”，不会这样皆大欢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主动作出了

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重大让步，不提出所谓“一国两制”的办法，不提出“五十年内一切不变”

等等有利于英国殖民主义继续存在，甚至有扩大希望的种种承诺，那末非常明显，一心想

做大英帝国守护人的戴卓尔夫人一流，绝不肯答允香港的主权、治权交还给中国的。 

 

然则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比较长远的意义上，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上，邓小平

做成这笔中英交易，已成为“李鸿章第二”？ 

 

我们的回答是，目前还不能做肯定答复，它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决定。 

 

我们绝无理由说中国一方所作的种种让步，其本身就已是对民族利益的出卖，就已是

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变。只有最天真无知的人，或像台湾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

中国的外交绝不许应用任何策略，绝不该有任何让步。历史上任何一宗外交谈判都是策略

上的斗智。历史上最革命的政权有如布尔什维克政府，也曾一再对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共对英国在协议中作了重大的让步，它主要在于中共领导人是以怎

样的态度来作出这些让步，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这些让步，更在于他们准备以怎样的方法和

步骤来使这些让步对自己的事业不但无损而且有利。 

 

大家知道，中共主动提出“一切不变”的最直接原因，乃是它卅五年来，特别是“大跃进”

以来在国内所实行的种种错误政策与官僚统治失尽了人心，致使香港人不愿接受它的统治，

不愿见香港“回归祖国”。 

 

中共答应香港人于收回香港后“一切不变”，事实上是中国承认它三十五年来统治中国

的失败。事实上承认它在中国所搞的一套“社会主义”之不受欢迎，见不得人。 

 

在这方面原本有许多话应该说，有很多教训可以得出来，但在这篇专谈中英香港协议

的短文里，我只想以指出这个事实为限，不再多予发挥。 

 

且让我们来看，邓小平等是以怎样的态度作此让步，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让步的。 

 



列宁做过不少让步。无论对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的异己阶极。对外，与德国签订过布列

斯特和约；对内，实行了“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不管是对外的屈服，或对

内的妥协，列宁总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宣布它们是不得已的让步，是形势所逼的退却；而

这些让步与退却之所以必需，无论它是为了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对比一时处于绝对不利地位，

或者为了前一时期革命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不得不改变方法来加以补救，而其最大与最终

目的，总是要使社会主义事业从让步中取得利益，由暂时的退却转为进攻。 

 

历史证明了列宁等所做的屈服与退让确乎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对俄国的革命事业来

说，并未带来损害，而是带来好处；使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使工农联盟得以加强，使全国

的经济生活得以活跃，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邓小平等所做的退让（无论在国内政策上或对外政策上，特别在香港问题上），是否也

能让人看到当年列宁所表明的那种鲜明态度，那种确定方针与坚强一贯的革命性质呢？ 

 

没有，一点也没有！ 

 

还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吗？ 

 

它们让人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一些模棱两可的声明，一些圆滑的外交词令，更

坏的，它们在另一方面，却非常明白与确定地昭告了中共愿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实行妥

协、甚至合作的决心！ 

 

因此，邓小平等今天对美、英帝国主义与国内外资本主义所作的屈服是真屈服，其所

作的退让是真退让。 

 

列宁当年的战略步骤是“以退为进”。今天邓小平等的战略路线则是“以退为退”，其方向

就是要彻底退回到资本主义。 

 

可是中共的新领导不是口口声声要“坚持社会主义”吗？我们指责邓小平想“彻底退回到

资本主义”，不会是纯粹的诬控吗？ 

 

我们不曾说北京新当局已决心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不曾说他们已彻底抛弃社会主义

的方针。为了改正毛泽东当权时代的种种“极左”的荒唐错误，为了弥补由那些错误所造成

的一切损害，邓小平等五年来所采行的许多政策是合理、必需的，因而是正确的。作为负

责的与积极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同时我们却必须提出，满

怀不安与忧虑地提出，邓小平等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对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退让之上的种

种改革，却大有让无止境，以致会有恢复整个资本主义的危险与可能。 

 

当年列宁退向新经济政策时候态度是怎样的呢？与今天中共当局所采取的完全相反。

他那种万分惊惕与高瞻远瞩的立场，充分表露他在那个时期的言论中，特别清楚地发挥在

他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对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下面是其中

一些最值得注意的段落：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到恢复资本主义。究



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同外国资本家订立的租借合同……和私人资本家的租借，

都是直接恢复资本主义，都是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有关的。因为废除余粮征集制，就是准

许农民自由出卖缴纳粮食税以后剩余的农产品，而粮食税只收去他们产品中的一小部分。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在整个经济中占绝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

壤上，资本主义不会不成长起来。 

“……从战略上看，根本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

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无产阶级力求建设社会主义，而资本家则说：‘让

我们回头吧，这样保险一些，不要再想什么社会主义了。’” 

 

跟着，列宁便提出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口号——“谁将取得胜利——谁战胜谁？”并

且作了详细的说明。 

 

今天邓小平他们是否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呢？显然没有。他们根本看不到目前的新形

势中应该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从他们的所言所行（特别是从他们的所行）来看，他

们根本不以为今后中国（包括香港）存在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趋向与资

本主义力量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只要能“搞活经济”，能造成繁荣昌盛，那就都

算是成功，就都算是达到目的。他们根本不问这是怎样的活跃，是怎样的繁荣。他们根本

不理在这种活跃与繁荣下面进行着怎样的阶级力量的分合。他们根本不理这些表面现象如

何代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成分的消长。只要是活跃与繁荣，不管他们是由资本主

义的“黑猫”带来，或者由社会主义的“白猫”带来，便都是好的。而且，目前已见到的活跃与

繁荣既然都是因退回到资本主义而达成的，那末，这只“黑猫”便毫无疑问地被公认为“好猫”

了。 

 

毛泽东的脏水和社会主义的婴儿 

 

今天中共的领导人便是这样地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这乃是目前局势中最大的危机。

虽然他们仍然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口头上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然而在实际行

动上，他们几无一不向西方看齐，无一不迎合资本主义。他们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等同

起来，他们内心里早已对资本主义认输。 

 

“哀莫大于心死”。中共领导人以及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

社会主义前途之失却信心（他们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一套当成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对

于美式资本主义的无限倾心（包括从可口可乐到时装选美的全套文明），实在是目前最令一

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痛心的事。 

 

所以会造成这样可悲的局面，毛泽东的荒唐政策无疑要负最大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

误与罪恶，并不能用来辩护邓小平等的全部“走资路线”。中共新领导在医治过去创伤名义

下所进行的改革，正在超越其必要程度，正在大踏步走向相反的极端。为了倾倒毛泽东主

义这盆脏水，他们可能把社会主义这个婴儿也倒掉了。 

 

邓小平等这些当局者也许仍以为他们忠于社会主义，也许还以为他们正执行着列宁当

年的退让路线，也许仍以为用资本主义方法来提高生产力，经过若干年后可以在更高的经

济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作为旁观者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却非常清醒，他们密切

注视了多年来中共当局内政外交上的巨细改变，他们欢迎并助长一切于资本—帝国主义有



利的举措，他们甚至拼命要和中国的“务实派”结成联盟，反对一切“狂妄的”社会主义的倾向

和力量。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帝国主义者的

全球战略的利益——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积极的帮手，去反对全世界业已存在的社会主

义势力，并扑灭正在蜂起的革命运动。 

 

这次中英香港协议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达成，英国方面所以会作出如此的“让步”，我

们首先必须从帝国主义的此一长期战略打算来寻找解答的。 

 

从这一个意义来看，邓小平如果不曾成为“李鸿章第二”，却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香港

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罪人。 

 

英国的《卫报》评论员显然不懂得大英帝国那些战略设计人的真正意图，也显然不清

楚近五、六年来发生于中国的真情实况，以致天真地认为杜勒斯会对贺维爵士狂吠乱呼。

杜勒斯地下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会对戴卓尔夫人与贺维爵士大加赞赏，赞他们的高瞻远瞩。

他多半会相信，过了五十年之后，不但香港不会实行社会主义，而且相反，那时整个的中

国可能已经香港化，亦即资本主义化了。 

 

“谁战胜谁？”这个真正列宁主义的问题，帝国主义者是深深懂得的，可惜中国的新领

导者却懵然不识，也许是故意装成不识。 

 

今后香港与全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头等任务，就是要在必将来到的“一国两制”局面中，

努力促成并保证社会主义力量去战胜资本主义。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于英国 

 

 


